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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环境可持续性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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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已成为人类世背景下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将其合理调控在地球环境边界之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条件。 作为全球尺度的环境边界，行星边界秉持“地球系统观”，为统筹不同区域的环境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新视角。 以

行星边界为切入点，评估中国省域主要人类活动的环境可持续性状况，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１）中国省域碳、氮、磷排放的不可持续性北部整体高于南部，分异程度随时间逐步拉大，不可持续省份数量的占比均已超出

２ ／ ３；省域水、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南部整体高于北部，保持相对稳定，可持续省份数量的占比均已超出 ３ ／ ４。 （２）中国省域环境

可持续性大体受人口、经济、技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各类环境要素的可持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 其中，各类环境可

持续性均受人口规模的正向驱动，同时氮、磷、水和土地的可持续性均受农业活动的负向驱动。 （３）碳排放可持续性主要受能

源消费强度的负向驱动，而磷排放可持续性同时受人口城镇化率的负向驱动，水可持续性受二产占比的负向驱动。 基于行星边

界的环境可持续性研究，可为区域合理界定和有效承担全球环境可持续性责任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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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资源攫取、废弃物排放等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压力，业已成为全球环境

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１］。 其中，全球升温已引发包括生物多样性下降在内的环境问题，进而对地球生态安全

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均产生诸多不利影响［２］；研究表明，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受

严重水稀缺的威胁，同时有五亿人口全年面临严重水稀缺问题［３］；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已对全球 ７１．４％的人

口所居住的 ５８．１％的陆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４］；活性氮的过度使用可能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酸化、空
气污染等环境问题［５］；农用磷肥的大量投入，也可能带来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６］。 总而言之，
人类活动正在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７］。 因此，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

效管控在地球环境边界之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８—１０］。
其中，科学评估各尺度的环境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１１］。 纵观已有研究，中国学界在环境

可持续性评估方面已积累了丰富成果，且以限制因子、指标综合、生态足迹等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重点关注

本地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生态再生能力［１２—１３］。 作为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点之一，行星边界是基于历

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设定的全球环境边界，为统筹各尺度的环境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新视角［１４—１５］。 其中，将行

星边界本地化是“全球化思维，地方化行动”（Ｔｈｉｎｋ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ａｃｔ ｌｏｃａｌｌｙ）的重要体现，能为区域有效履行全球

环境可持续性责任提供路径参考［１６］。 为此，学者们对行星边界本地化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１７—１８］。
Ｃｏｌｅ 等主要基于本地视角界定了南非社会经济活动的安全操作空间［１９］。 Ｏ′Ｎｅｉｌｌ等将全球人均行星边界作为

衡量基准，评估了主要国家的环境可持续性［２０］。
行星边界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关注。 其中，方恺等基于环境足迹和行星边界的整合框架评估了全

球主要国家碳、水、土地的可持续性［２１—２２］。 张军泽等阐述了行星边界框架的概念内涵和研究进展，分析了该

框架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２３］。 陈先鹏等梳理了行星边界在区域各尺度的本地化应用［２４］。 苏彦瑜

等基于行星边界的拓展框架———甜甜圈框架评估了湖北梁子湖流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２５］。 邵庆龙

等基于甜甜圈框架对中国及其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评估［２６］。 这些研究对推进国内环境可

持续性研究全球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基于行星边界的区域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的研

究较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环境可持续性责任的有效履行。 因此，本文基于行星边界对中国省域

环境可持续性时空格局进行评估，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省域履

行环境可持续性责任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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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区域边界的厘定

区域边界的内涵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从本地视角出发，区域边界是指域内资源禀赋、环境容

量或生态再生能力；而从全球视角出发，区域边界可指本地化的行星边界配额。 为体现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特征，本文选择基于行星边界自上而下分配来厘定区域边界。 其中，分配原则的确定至关重要［２７］。 为体现

人类个体平等享有发展空间的价值取向，本文基于在已有研究中使用频次较多的人均配额原则确定区域边

界，计算公式如下：

ＥＢ ｉ，ｊ，ｔ ＝
ＰＢ ｉ

Ｐｇ，ｔ

× Ｐ ｊ，ｔ ＝ ｐｃＰＢ ｉ，ｊ，ｔ × Ｐ ｊ，ｔ （１）

Ｐ ｊ，ｔ ＝
Ｐ′ｊ，ｔ －１ ＋ Ｐ′ｊ，ｔ( )

２
（２）

式中，ＥＢ ｉ，ｊ，ｔ、ｐｃＰＢ ｉ，ｊ，ｔ分别为 ｔ 年第 ｊ 个地区第 ｉ 类区域边界、第 ｉ 类人均行星边界，ＰＢ ｉ为第 ｉ 类行星边界，Ｐｇ，ｔ

为 ｔ 年全球人口数量，Ｐ ｊ，ｔ为第 ｊ 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Ｐ′ｊ，ｔ－１、Ｐ′ｊ，ｔ分别为第 ｊ 个地区 ｔ－１、ｔ 年的年末常住人

口数量。 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为该地区上一年与本年年末常住人口数量的算术平均值。
１．２　 环境不可持续性指数的构建

本文参考环境足迹和行星边界的整合框架构建环境不可持续性指数［２８—３０］，以表征区域环境可持续性，计
算公式如下：

ＲＥＣＩｉ，ｊ，ｔ ＝
ＥＰ ｉ，ｊ，ｔ

ＥＢ ｉ，ｊ，ｔ
（３）

式中，ＲＥＣＩｉ，ｊ，ｔ为 ｔ 年第 ｊ 个地区第 ｉ 类环境不可持续性指数，ＥＰ ｉ，ｊ，ｔ为 ｔ 年第 ｊ 个地区第 ｉ 类环境压力状况。 具

体而言，碳排放压力指标为碳排放量，氮、磷压力指标分别为农业氮肥、磷肥中的氮、磷含量，水压力指标为水

资源消耗量，土地压力指标为耕地面积。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不可持续性指数在本文中用于界定全球环境可持续性责任。 当 ＲＥＣＩｉ，ｊ，ｔ≤１ 时，表示

可持续状态；当 ＲＥＣＩｉ，ｊ，ｔ＞１ 时，表示不可持续状态。
１．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基于 Ｍｏｒａｎ 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空间特征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方法之

一［３１—３３］。 本文将运用 Ｍｏｒａｎ 指数，对中国省域环境可持续性的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 其中，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ｘｉ － ｘ( ) ｘ ｊ － ｘ(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４）

式中，ｎ 为省份数量；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ｘｉ、ｘ ｊ分别为省份 ｉ、ｊ 的环境不可持续性指数； ｘ 为环境不可持续性指

数的平均值。 当 Ｉ＜０ 时，表明环境不可持续性呈现空间负自相关关系；当 Ｉ ＝ ０ 时，表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

系；当 Ｉ＞０ 时，表明呈现空间正自相关关系。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ｉ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ｉ ＝
ｎ ｘｉ － ｘ( )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ｘ ｊ － ｘ(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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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当 Ｉｉ＜ ０ 时，表明环境不可持续性为高低（ＨＬ）或低高（ＬＨ）集聚；当 Ｉｉ ＝ ０ 时，表明不存在集聚现象；当 Ｉｉ
＞ ０ 时，表明环境不可持续性为高高（ＨＨ）或低低（ＬＬ）集聚。
１．４　 空间计量分析

在空间自相关分析之后，由于空间计量模型能有效体现空间依赖性［３４—３６］，本文将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来识

别环境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和空间滞后模型

（ＳＬＭ），并选择拟合效果较优的模型来讨论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程度。 其中，ＳＥＭ 分析

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性，而 ＳＬＭ 探讨因变量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３７—３８］，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Ｙ ＝ Ｘβ ＋ λＷｕ ＋ ε （６）
Ｙ ＝ ρＷＹ ＋ Ｘβ ＋ ε （７）

式中，Ｙ 为由空间单元因变量组成的 ｎ×１ 向量；Ｘ 为 ｎ×ｋ 矩阵；β 为由相关系数组成的 ｋ×１ 向量；λ 为空间自相

关系数；Ｗ 为 ｎ×ｎ 空间权重矩阵；ｕ 为由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组成的 ｎ×１ 向量；ε 为由服从 Ｎ（０，δ２）的随机误差

项组成的 ｎ×１ 向量；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２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２．１　 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基于行星边界框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环境要素。 其中，为了地球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可持续供给，行星边界框架主要关注气候变化等九大关键生物物理过程。 其中，大气气溶胶负载和化学污

染为待定状态；生物多样性损失、平流层臭氧消耗和海洋酸化的数据获取困难。 因此，本文选取的环境要素主

要为碳、氮、磷、水和土地。 再者，本文在分析环境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指标主要综合 ＩＰＡＴ
模型、环境要素可能涉及的社会经济过程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而定［３９］。 其中，ＩＰＡＴ 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 ＝ Ｐ × Ａ × Ｔ （８）
式中，Ｉ 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Ｐ 为人口数量，Ａ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Ｔ 为单位 ＧＤＰ 的环

境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率等指标表征人口类因素，选择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产占比、能源工业投资、农业总产值等指标表征经济类因素，选择能源消费强

度、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种植结构等指标表征技术类因素，据此构建省域环境可持续性影响

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
２．２　 数据来源

为实现全球 ２℃温控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本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限定在 １４５６ Ｇｔ 以内［４０］，
因此可将碳边界设置为 １４． ５６ Ｇｔ；参考 Ｓｔｅｆｆｅｎ 等［１５］ 的设置，氮边界和磷边界分别为 ６２ Ｔｇ、６． ２ Ｔｇ；参考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等［１４］的设置，水边界为 ４０００ ｋｍ３，土地边界基于耕地面积占比 １５％计算而得。 全球人口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数据库。 结合全球人口数据，可获得各类行星边界的全球人均值（表 １）。
省域数据主要包括环境压力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表 ２）。 其中，氮、磷排放压力、水压力分别通过氮、磷

肥折纯量、用水量来表征，且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省域

年度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ＣＥＡＤｓ）。 省域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土地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

务平台。 人口规模数据等社会经济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中国省域环境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３．１．１　 碳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大体而言，中国省域碳排放不可持续程度逐年加剧，且碳排放不可持续性指数（以下简称“碳指数”）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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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类行星边界的全球人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人均碳边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 ｔ ／ 人）

人均氮边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ｋｇ ／ 人）

人均磷边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ｋｇ ／ 人）

人均水边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ｍ３ ／ 人）

人均土地边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ｌ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ｈｍ２ ／ 人）

２００１ ２．３５ １０．０１ １．００ ６４５．８２ ０．３２
２００２ ２．３２ ９．８８ ０．９９ ６３７．６８ ０．３２
２００３ ２．２９ ９．７６ ０．９８ ６２９．７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４ ２．２６ ９．６４ ０．９６ ６２１．９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５ ２．２４ ９．５２ ０．９５ ６１４．２７ ０．３０
２００６ ２．２１ ９．４０ ０．９４ ６０６．７３ ０．３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８ ９．２９ ０．９３ ５９９．３２ ０．３０
２００８ ２．１５ ９．１８ ０．９２ ５９１．９９ ０．２９
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９．０６ ０．９１ ５８４．８３ ０．２９
２０１０ ２．１０ ８．９６ ０．９０ ５７７．８８ ０．２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８ ８．８５ ０．８９ ５７１．２０ ０．２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５ ８．７５ ０．８７ ５６４．５１ ０．２８
２０１３ ２．０３ ８．６５ ０．８６ ５５７．９１ ０．２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１ ８．５５ ０．８５ ５５１．４０ ０．２７
２０１５ １．９８ ８．４５ ０．８４ ５４５．０４ ０．２７
２０１６ １．９６ ８．３５ ０．８４ ５３８．７７ ０．２７
２０１７ １．９４ ８．２６ ０．８３ ５３２．６９ ０．２６
２０１８ １．９２ ８．１７ ０．８２ ５２６．８７ ０．２６
２０１９ １．９０ ８．０８ ０．８１ ５２１．２７ ０．２６

表 ２　 省域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指标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计量单位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时间范围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碳排放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ＣＥＡＤｓ 数据库

能源消费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０４吨标准煤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耕地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１０４ ｈｍ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 土地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平台

氮排放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１０４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磷排放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１０４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用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０８ ｍ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万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城市人口密度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人 ／ ｋｍ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人口城镇化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无量纲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元 ／ 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元 ／ 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产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无量纲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能源工业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亿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

农业总产值 Ｔｏｔ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亿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有效灌溉面积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１０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农作物播种面积 Ｃｒｏｐ ｓｏｗｎ ａｒｅａ １０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农业种植结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无量纲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 年

　 　 ＣＥＡＤｓ：中国碳核算数据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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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成北部高于南部的空间格局（图 １）。 至 ２０１９ 年，所有省份的碳排放均为不可持续，其中碳指数最高值为

山西的 ２５．６０，约为最低值北京 １．７０ 的 １５ 倍。 再者，省域碳指数的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加。 其中，以
南部省份为主的 １５ 省份碳排放从 ２００１ 年的可持续转变为 ２０１０ 年的不可持续，尤其以贵州、陕西和宁夏为碳

指数升幅的显著代表。 与此同时，以北部省份为主的 １５ 省份碳排放均为不可持续，且以山西、内蒙古和新疆

为碳指数升幅的显著代表。

图 １　 中国省域碳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２　 氮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大体而言，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氮排放均为不可持续，且氮排放不可持续性指数（以下简称“氮指数”）逐
步演化成北部高于南部的空间格局（图 ２）。 至 ２０１９ 年，氮指数最高值为新疆的 ５．３４，约为最低值北京 ０．１３ 的

４１ 倍。 由图 ２ 可见，省域氮指数的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加。 其中，北京、上海、西藏和青海的氮排放均

为可持续；河北等 ２２ 个省份的氮排放均为不可持续，且以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为氮指数升幅的显著代表。
３．１．３　 磷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大体而言，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磷排放均为不可持续，且磷排放不可持续性指数（以下简称“磷指数”）逐
步演化成北部高于南部的空间格局（图 ３）。 至 ２０１９ 年，省域磷指数最高值为新疆的 １３．７２，约为最低值北京

０．０８ 的 １７１．５ 倍。 由图 ３ 可见，磷指数的分异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加。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磷排放均为可

持续；河北等 ２４ 个省份的磷排放均为不可持续，且以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为磷指数升幅的显著代表。
３．１．４　 水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大体而言，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水资源均为可持续，水不可持续性指数（以下简称“水指数”）逐步形成北

部整体高于南部的空间格局（图 ４）。 至 ２０１９ 年，水指数最高值为新疆的 ４．４４，约为最低值北京 ０．３７ 的 １２ 倍。
由图 ４ 可见，省域水指数分异程度保持相对稳定。 其中，内蒙古、黑龙江、江苏、西藏、新疆的水均为不可持续；

６１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中国省域氮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图 ３　 中国省域磷排放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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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 ２３ 个省级区域的水均为可持续。 需要说明的是，山西等省份水可持续程度较高与其水资源匮乏的事

实形成冲突，是由于其人均水资源消耗量较少形成的。

图 ４　 中国省域水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图 ５　 中国省域土地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５　 土地可持续性时空格局

大体而言，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土地资源为可持续，且土地不可持续性指数（以下简称“土地指数”）逐步

演化成北部高于南部的空间格局（图 ５）。 至 ２０１６ 年，只有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 ３ 个省份的土地为不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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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其余省份土地均为可持续，其中，土地指数最高值为黑龙江的 １．７０，约为最低值上海 ０．０３ 的 ５７ 倍。 由图 ５
可见，省域土地可持续性的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
３．２　 中国省域环境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３．２．１　 碳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由于 ＳＬＭ 拟合效果略优于 ＳＥＭ（表 ３），本文选择 ＳＬＭ 来分析省域碳排放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其中，人口规模对碳指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多，碳指数越小；能源工业投资、能源消费强度均

对碳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比较而言，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指数的贡献程度远高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表 ３　 中国省域碳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ｌｎｒｋｇｍ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ｌｎｅｃｚｂ ７．９０５９ ４．８６９８
ｌｎｒｇｄｐ ２．０２８６×１０－５ １．６３６３×１０－５ ｌｎｒｚｓｒ １．５０３９×１０－５ ７．０９６７×１０－６

ｌｎｘｆｑｄ ５．１４９５∗∗∗ ６．０４６７∗∗∗ ｌｎｎｇｔｚ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４∗∗

ｌｎｒｃｚｈ －３．２５５９ －１．０４１９ Ｒ２ ０．６７２０ ０．６６９５
ｌｎｃｓｒｍ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３．１０２６ －８３．３２３６

　 　 ＳＬＭ：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ｒｋｇｍ：人口规模；ｒｇｄ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ｘｆｑｄ：能源消费强

度；ｒｃｚｈ：人口城镇化率； ｃｓｒｍ：城市人口密度；ｅｃｚｂ：二产占比；ｒｚｓ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ｎｇｔｚ：能源工业投资；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对数似然估计；

∗∗∗：１％的显著性水平；∗∗：５％的显著性水平

３．２．２　 氮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由于 ＳＥＭ 拟合效果优于 ＳＬＭ（表 ４），本文选择 ＳＥＭ 来分析省域氮排放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其中，人口规模对氮指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多，氮指数越小；表征农业活动经济产出的农业

总产值、体现农业活动规模的有效灌溉面积均对氮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４　 中国省域氮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ｌｎｒｋｇｍ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ｌｎｎｂｍｊ －８．４１１４×１０－５ －８．５２５６×１０－５

ｌｎｒｇｄｐ －５．８２４５×１０－６ －８．８５０８×１０－６ ｌｎｎｚｊｇ －０．６０６５ －０．０５０６
ｌｎｒｃｚｈ ２．５０１６ ２．１４８２ Ｒ２ ０．５５８２ ０．６０８６
ｌｎｎｚｃｚ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９．７３６６ －３８．５９６２
ｌｎｇｇｍｊ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ｎｚｃｚ：农业总产值；ｇｇｍｊ：有效灌溉面积；ｎｂｍｊ：农作物播种面积；ｎｚｊｇ：农业种植结构；∗：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３．２．３　 磷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由于 ＳＥＭ 拟合效果优于 ＳＬＭ（表 ５），本文选择 ＳＥＭ 来分析省域磷排放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其中，人口规模、人均 ＧＤＰ 均对磷指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多、人均 ＧＤＰ 越高，磷指数越小；
人口城镇化率、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均对磷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人口城镇化率的贡献程度

远大于后两者。

表 ５　 中国省域磷排放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ｌｎｒｋｇｍ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ｌｎｎｂｍｊ ８．５１９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２∗

ｌｎｒｇｄ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ｌｎｎｚｊｇ －０．１４５２ －０．１９７４

ｌｎｒｃｚｈ ４．３００７∗ ５．７２７８∗∗∗ Ｒ２ ０．５９２１ ０．６４９４

ｌｎｎｚｃｚ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１．１４３９ －３９．７５１７

ｌｎｇｇｍｊ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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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水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由于 ＳＥＭ 拟合效果优于 ＳＬＭ（表 ６），本文选择 ＳＥＭ 来分析省域水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其

中，人口规模对水指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多，水指数越小；二产占比、有效灌溉面积均对水指

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二产占比的贡献程度远高于其他因素。

表 ６　 中国省域水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ｌｎｒｋｇｍ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ｌｎｒｚｓｒ ９．８８２４×１０－７ －２．１７４６×１０－５

ｌｎｒｇｄｐ １．１０４５×１０－５ ６．７２１１×１０－６ ｌｎｇｇｍｊ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ｌｎｒｃｚｈ －１．８３７０ －１．２０６０ Ｒ２ ０．５５４６ ０．７２３０

ｌｎｃｓｒｍ ７．９９７７×１０－５ ４．６２１０×１０－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５．５１３２ －２１．２５６６

ｌｎｅｃｚｂ １．８２５６ ３．０７６９∗∗

３．２．５　 土地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由于 ＳＥＭ 拟合效果略优于 ＳＬＭ（表 ７），本文选择 ＳＥＭ 来分析省域土地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其中，人口规模对土地指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大，土地指数越小；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

面积、农业种植结构对土地指数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农业种植结构的贡献程度远高于其他因素。

表 ７　 中国省域土地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ＬＭ ＳＥＭ

ｌｎｒｋｇｍ －５．４６０６×１０－５∗∗ －３．４１３２×１０－５∗∗ ｌｎｎｂｍｊ ５．６３４２×１０－５∗∗∗ ４．８０７８×１０－５∗∗

ｌｎｒｇｄｐ ４．９９１６×１０－７ ２．８２１１×１０－６ ｌｎｎｚｊｇ －０．０５６６ ０．３９９９∗

ｌｎｒｃｚｈ ０．１１５８ －０．０６９９ Ｒ２ ０．８５０３ ０．８６６７

ｌｎｎｚｃｚ －５．８４０７×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５．２８２１ １４．８５５６

ｌｎｇｇｍｊ ４．２２６８×１０－５ ８．３７７２×１０－５∗∗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本文基于秉持“地球系统观”的行星边界，自上而下地讨论省域环境可持续性时空格局，体现的是对全球

环境可持续责任的分摊，可为不同区域合理履行环境可持续性责任提供基础参考，同时也是对传统自下而上

的环境可持续性研究的重要补充［４１］。 诚然，基于行星边界值来确定省域边界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忽

略了异质性和贸易的影响，因此如何兼顾全球相关性和本地相关性，是环境可持续性研究今后应重点讨论的

方向之一。 由省域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可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管理革新等途径降低能源消费强

度，是确保碳排放可持续的关键；降低对农业经济产出的预期目标、管控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均是增强氮排放

可持续性的可能路径；人口城镇化进程应考虑对磷排放可持续性可能的影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适当降低

二产占比，是增强水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是增强土地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 为了全

面掌握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须进一步探究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或权衡关系［１１］，寻
求在行星边界内的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４．２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１）以行星边界为新视角，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碳、氮、磷排放均为不可持续，省域不可持续性北部整体

高于南部，分异程度随时间逐步拉大，且各环境要素不可持续省份数量的占比均已超出 ２ ／ ３；绝大多数省份的

０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水、土地利用均未超出对应环境边界，可持续性保持相对稳定，且水、土地可持续省份数量的占比均已超出

３ ／ ４。
（２）中国省域环境可持续性受人口、经济、技术等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各类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存

在一定的协同效应。 其中，各环境要素的可持续性均受人口规模的正向驱动，同时大多数环境要素的可持续

性均受农业活动的负向驱动。 具体而言，氮、磷、水、土地的可持续性均受有效灌溉面积的影响，同时磷和土地

的可持续性均受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
（３）碳排放可持续性主要受能源消费强度的负向驱动；氮排放可持续性主要受农业总产值的负向驱动；

磷排放可持续性主要受人口城镇化率的负向驱动；水可持续性主要受二产占比的负向驱动；土地可持续性主

要受农业种植结构的负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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